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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

——基于政策执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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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估基础研究政策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有效性，改善基础投入不足的现状及完善基础研究政策意义重大。依托COPA

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对我国1972—2017年的276条基础研究政策进行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向量自回归，构建了基础

研究政策的行政年历，分析了基础研究政策COPA框架的演化规律及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基础

研究政策内容侧重项目管理和人才培养忽视设施建设，形式以效力较低的通知、办法居多，力度有待提高。实证结果表明，

基础研究核心政策COPA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显著，项目管理及人才培养对其影响逐渐减小，政策形式、力度及国务院

反之，针对性改进COPA 4方面有利于解决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而导致的原创性成果不足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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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8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

次做出强化基础研究的重要指示。基础研究是创

新的源泉，在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中发挥核心关键

作用，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

重要基础。在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

新及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的引领下，国家对基础

研究高度重视，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中国基础研究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也有相对完整的政策，总

体上处于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

期。但就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和整个科技创

新链条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

在 R&D 经费中占比（即基础研究强度）依然是短

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的 30%时，基础研究作为创新源头的作

用才能充分发挥，而我国这一比例近 20 年来维持

在 5%左右，重要原因在于基础研究投入量的增幅

要小于全社会 R&D 投入的增幅，这是否受到我国

现有基础研究政策体系的影响值得研究。

现有基础研究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评

价、战略方向、基础研究投入 3 个方面。其中，基础

研究政策评价集中于分析政策问题、预测政策需

求，万劲波等（2009）提出了基础研究政策的“T－

B－P”评价模式；刘作仪（2003）通过对我国基础研

究政策评价进行需求分析，阐述了基础研究评价

的主要对象、目标、原则及方法。基础研究政策战

略方向决定着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丁大尉等

（2015）通过对国外后金融危机时代基础研究政策

的战略转向进行分析，对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战

略方向从基础研究体系、公共科技体系、政策环



第01期 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基于政策执行视角

境、竞争与合作 4 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吴彤等

（2002）研究了基础研究活动在国家目标视域中的

作用，认为基础研究政策的战略方向应该与国家

目标相一致。基础研究投入是原创性科技成果的

物质基础，张炜、吴建南等（2016）对我国基础研究

投入现状分析发现，政策缺陷及认识误区是我国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的主要原因；王

利政（2011）通过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来源进行分

析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和强度偏低，基础

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据此对我国

基础研究投入现状提出了政策建议。综上所述，

国内基础研究政策相关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和案

例分析为主，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来甄别基础研

究政策与基础研究投入的关系。鉴于基础研究政

策体系对基础研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础研究

投入不足的现状又制约了我国原创性科技成果的

产出，因此有必要对基础研究政策的演化规律进

行梳理并通过实证分析评价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影响。

本文基于 COPA 框架，对基础研究政策的内

容、形式、力度、发布机构等维度进行演化分析以

了解现有基础研究政策的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

运用 VAR 模型评估基础研究核心政策 COPA 框架

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理论上，弥补了基

础研究政策演化规律梳理的空白，填补了基础研

究政策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研究的空缺；方法上，

本文在利用结构洞、中心性等常规网络节点参数

的基础上引入 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局部桥这

一概念识别基础研究政策引文网络中的核心政

策，并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评价 COPA 框架

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为后续政策研究提

供了新思路；现实上，本文为我国基础研究政策问

题及投入总量不足而导致原创性科技成果匮乏的

现状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基础研究三步走发展

目标的实现。

1 研究设计

1.1 基于COPA的政策分析框架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等问题实质上是因为缺乏

评价基础研究政策内容、形式、力度等方面的良好

评价机制，从而无法评价基础研究政策对基础研

究投入的有效性，无法通过基础研究政策来判断

基础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目前尚未形成

科学有效的政策分析框架和政策效果评估的方法

（Huang et al, 2015），但基于政策内容、执行等视

角的分析是政策效果分析中最具影响力的。本文引

入王晓珍等人（2016）提出的 COPA 政策分析框架，

从政策内容（contents，C）、政策形式（outlook，O）、

政策力度（power，P）、政策发布部门（authorities，A）

4 个方面评价基础研究政策效果。现有文献大多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梳理政策内容、分析政策效

果，其中，Rothwell 等（1985）提出的需求—环境—

供给政策工具划分应用最广。基于该划分方式，

黄萃等（2011）对风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发现

风能政策供给型工具中的目标规划、法规管制运

用较为频繁，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

这使得风能政策存在着不连续性的问题；谢青等

（2015）对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政策工具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呈现出从供给面到环境

面再到需求面的不断完善，中央政策从研发和市

场推广两端刺激着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华等

（2013）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

现，供给政策对创新绩效有激励作用，环境政策对

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有激励作用，需求政策对经

济绩效作用显著。除政策工具的内容层面外，不

少学者还从政策力度、政策执行的视角来评估政

策效果。彭纪生等（2008）提出了政策量化标准的

具体操作手册及政策协同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

上分析发现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力度迅速提高，

但颁布政策与政策协同的核心机构并不是主管科

技工作的部门；李梓涵昕等（2015）从政策目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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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执行的角度对中韩两国的技术创新政策进行

对比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执行呈现

地方化趋势，但我国地方执行趋势较缓慢，韩国技

术创新政策开始关注企业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的

发展以及参与技术创新主体间的互补作用，其技

术创新政策呈现出去财政化的趋势。

本文采用 COPA 政策分析框架，政策内容（C）

根据万劲波等人（2009）的观点分为项目管理、人才

培养、设施建设，采用“0-1”式变量进行赋值。其

中，项目管理包括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及经费投入机

制、经费的来源结构与管理机制，重大项目的布局

及管理机制；人才培养包括领军人才、科研团队建

设及激励机制、创新文化环境建设；设施建设包括

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及布局、建设经费的投向结构。

政策形式（O）包括通知、办法、意见规定、条例部令、

法律，不同政策形式对应不同的法律地位，从而对

应不同的政策力度（P），本文采用彭纪生等人

（2008）构建的政策力度赋值标准对政策形势（O）和

政策力度（P）进行“1~5 分”赋值。对于政策发布部

门（A）维度的赋值，本文采用王晓珍等人（2016）在

研究风电产业演进时所采取的方法，选取国务院、

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教育部 4个代表性部门，将其

他的基础研究政策颁布部门统称为其他部门，采用

“0-1”式赋分方式。

1.2 COPA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VAR模型

将政策文本与其他数据回归的探寻因果制将

成为政策文本研究的趋势（Pearce et al, 2018），传

统的政策有效性评价方法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内

生变量较多，不适用于多个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评

价，VAR 模型在改进传统方法的基础上用非结构

性方法建立各变量间的关系，将系统中所有内生

变量作为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主

要用于政策有效性分析及预测（Dieppe et al, 2016;

Banbura et al,2018）。本文采用 VAR 模型来分析

基础研究核心政策 COPA 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动态影响并对其进行预测：

Yt＝c1＋a111Yt - 1＋a112Xt - 1＋...＋a1K1Yt - K＋a1K2Xt - K＋ε1, t

Xt＝c2＋a211Yt - 1＋a212Xt - 1＋...＋a2K1Yt - K＋a2K2Xt - K＋ε2, t

式中：Yt是基础研究投入，Xt可以是政策内容（项目

管理／人才培养／设施建设），或者政策形式／政策

力度，或者政策发布部门（国务院／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教育部／其他部门），k 是滞后阶数，t 是

样本容量，a111…a2k2、c1、c2是要被估计的参数，ε1,t、ε2,t

是白噪声向量。当 VAR 模型特征方程的根都在单

位圆以内时，变量是无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平

稳序列，建模有意义。进而，本文应用 Akaike 信息

准则（AIC）、Schwartz 准则（SC）及 Hannan－Quinn

信息准则（HQ）选择VAR滞后阶数k。它们的计算方

法如下：

LR＝－2(log L(k)－ log L(k＋1))～χ2（N2）

AIC＝－2(
log L
T )＋2K

T

SC＝－2(
log L
T )＋

k log T
T

HQ＝－2(
log L
T )+2k In(InT)

T

式中：LR 统计量近似服从卡方分布，log L 是 VAR

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值。与 AIC、SC、HQ 最小值相

对应的 k 值代表最佳滞后阶数，由此确定 COPA 框

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VAR 模型。

1.3 数据收集及政策编码

（1） 基础研究政策数据收集及编码。本文采

用“先粗略后精简”的政策检索方式(李牧南,2018)，

以“基础研究 or 科学研究 or 核心技术 or 基础科学

or 前沿技术 or 原始创新 or 重大科技专项 or 关键技

术 or 社会公益技术 or 原创”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律

信息网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网站上进行全文

查找，得到的政策文本数为 49 579 条（数据的检索

时间截止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剔除相关度不高的

文本后，得到的政策文本数为 1 610 条；再剔除失

效和尚未生效的政策文本 51 条，得到 1 559 条政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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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通过对这 1 559 条政策文本进行研读分析，

筛选出 276 条符合条件的政策样本并对其进行政

策编码，编码前 4 位数代表政策颁布的年份，中间

两位数代表政策归属，中央机构为 1，地方机构按

表 1 所示顺序编为 2~30，最后两位数按政策在颁布

年份所出现的顺序编号。如 20030105代表 2003年、

中央机构颁布的、第 5 条政策，对应为本文政策文

献数据库中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2） 基础研究投入数据收集。基础研究投入

是衡量基础研究活动绩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发

展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我国基

础研究政策制定的依据。近年来，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试验发展投入不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增长

率在三者中处于中上游的水平，近 3 年更是稳居第

一，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始终在 5%上下波动，其重

要原因在于基础研究投入量的增幅要小于全社会

R&D 投入的增幅，即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见

图 1）。为研究我国现有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是否对

中国基础研究强度目前这种状态有影响，本文将因

变量定为基础研究投入，从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中收集了 1999—2017年的基础研究投入数据。

2 COPA框架的演进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2.1 内容演进（C）

如图 2 所示，在基础研究发展早期，政策侧重

于科研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管理以及科研经费

投入机制的健全，这使得基础研究政策导向问题、

人事问题成为隐患，同时也不利于创新环境的建

设、科研机构的管理。1979 年开始，中国专利局、

科学技术部等中央部门相继颁布研究人员职务试

行条例、科技成果管理及奖励办法、创新体系建设

意见等人才培养政策，国内创新环境建设日益完

善、人事问题得到改善。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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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北、北京等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建筑材料工

业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中央部门认识到设施

建设的必要性，相继颁布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研

机构建设以及经费投向结构等设施建设政策，科研

机构及基础研究的管理问题得到改善。

2.2 形式演进（O）

在 1972—2017 年发布的 276 条基础研究政策

中，占比较大的是通知、办法、意见等低级政策形

式。如图 3 所示，自 1982 年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布关

于转发《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调整的审批试行

办法》的通知以来，赋值为 1 的通知类政策文件一

直稳定保持在占比较大的状态，而赋值为 4、5 的条

例部令、法律类政策文件占比较小。据此推测，这

可能是因为我国政府部门颁布的基础研究政策大

都比较“温和”，缺乏力度。我国颁布的赋值为 4、5

的高级形式的政策主要是项目管理及人才培养政

策，注重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管理、创新环境、技术条

件建设的同时却没有颁布强有力的设施建设政

策，仅以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各地方政府发布的

通知、办法、意见规定来规范基础研究的要求、研

究机构的建设，力度太小，实行效果不尽人意。

2.3 力度演进（P）

政策数量的时序分析能说明政府注意力分

配，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指标。如图 4 所示，1972—

2005 年的基础研究政策数量保持在 8 篇内，年均 3

项，显著偏少，政府早期不重视基础研究。2005

年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年）》的出台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战

略的制定为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各

部门在 2006—2012 年颁布的政策数量在 7～21 篇

波动，增长较快，2006 年颁布的政策达峰值 21

条。2012 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再次强调

了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政府注意力

是维稳，政策稳定在 9～15 篇波动。由于基础研究

图2 1972—2017年基础研究政策目标的变迁可视化图形

图3 不同时期发布的不同政策形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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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形式主要以赋值较低的通知、办法等出现，

政策力度与数量的动态演进规律相仿，政策力度

越小，政策力度与数量的动态演进曲线越接近，如

1983 年、1997 年发布的政策均为通知，曲线在这两

点最接近。统计发现，1972—2017 年发布的 276 条

基础研究政策中，通知有 156 条，占比 56.5%，这反

映出我国颁布的基础研究政策的力度有待提高。

2.4 政策发布部门演进（A）

基础研究政策发布部门庞杂，涉及到的中央、

地方部门较多，本文收集的政策样本 57.45%来自

中央，42.55%来自地方，中央政府在基础研究的发

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进行政策发布部门演进分

析时，中央仅选取部委以上部门，各地方部门统一

用各地方政府表示。部分政策存在联合发布的情

况，政策在发布部门间是非排他关系。如图 5 所

示，在 1972—2017 年颁布基础研究政策的中央部

门及地方政府逐渐增多，为改善基础研究设施建

设不足的问题，财政部联合科学技术部于 2000 年、

2008 年 2 次颁发设施建设类政策。同时，参与基础

研究政策颁布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上海市是

图 4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数量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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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关注基础研究的地方政府，共颁布 9 条政

策；广东省是颁布基础研究政策最多的地方政府，

共颁布 12 条政策。如图 6 所示，研究项目管理作

用力度较大的是财政部、国务院、科学技术部、教

育部，分别颁布政策 9 条、13 条、13 条、17 条；对人

才培养作用力度较大的是教育部，颁布政策 29 条；

对设施建设政策作用力度较大的是财政部、科学

技术部，分别颁布政策 12 条、9 条。各部门的职能

存在非排他性，如财政部既是项目管理部门，又是

人才培养、设施建设部门，一部多职、协同合作以

解决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政策导

向问题。

3 动态评价与预测

基于 COPA 框架的演化分析，本文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构建了基础研究政策的引文网络，并运

用中心性、结构洞、局部桥识别出 11 条基础研究核

心政策，进而利用 VAR 模型评价了这 11 条核心政

策 COPA 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并预测

了未来 3 年基础研究投入的变化趋势。

3.1 基础研究核心政策的识别

（1） 构建基础研究政策引文网络。如果政策

A 依照政策 B 的指导精神制定，或者政策 A 的内容

参考了政策 B 的规定、解释、措施、标准等，就说政

策 A 引用了政策 B，这种引用关系将政策文献连接

成参照网络，当政策 B 属于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时，

所形成的网络为基础研究政策引文网络。通过对

276 条政策文本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图 7

的政策引文网络，节点代表基础研究政策，节点间

的连线从引文政策指向被引政策，可以看出我国

基础研究政策发文数和被引量都比较低，这可能

是因为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容比较分散。

（2） 识别核心政策。度中心性指网络中与某

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个数，其值越大代表该点在

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Rijnsoever et al, 2015）。接

图 6 基础研究政策发布部门的职能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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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心性指网络中某一节点与其他连通节点的距

离之和，它代表该点在网络中有效传递、获取资源

的能力，其值越小，表示该点越可能居于网络中心

（Pinherro, 2011）。中介中心性代表网络中的某节点

处于与其他节点最短路径上的程度（Abbasi et al,

2011），其值越大代表该节点在控制其他节点间信

息资源流动上越具有优势，该点越可能处于网络

信息、知识流动的中心位置(Freeman, 1979;宋志红

等, 2014)。结构洞是指网络节点间的间接连接所

形成的洞穴 (Burt, 1992)，存在于网络结构洞的节

点在接触异质性信息和知识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结构洞越多的节点获取、整合各种创新资源的能

力越强(张艺等, 2016)。局部桥控制着资源的重要

任务，是资源交换的关节点，具有重要意义(Guns,

2015)，根据 Granovetter(1973)的定义，当两点间的

关系大于 2，且是连接两点最短路径的长度（除已

存的关系外），则该现存关系是度数为 n 的局部

桥。借助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结

构洞、局部桥识别出表 2 中的 11 条基础研究核心政

策，其中，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通知在基础

研究政策引文网络中的地位最重要，它提出了加强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使基

础研究的发展得到政府重视，促进了基础研究政策

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 5 条政策整合、控

制各种创新资源的能力更强，这 5 条政策的力度都

在 3 分以上，政策形式较高级，说明高级政策形式

占据着基础研究政策引文网络结构洞中心位置，能

促进网络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整个基础研究政

策网络结构特征来看，力度较大的人才培养及重大

项目管理布局类政策占据着网络重要位置，中国基

础研究政策体系在研究投入上的关注度不高，这可

能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3.2 COPA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实证检验

本文对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核心政策的

COPA 框架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基础研究投入

（gant，G）、政策内容（C）、政策形势（O）、政策力度

（P）、政策发布部门（A）均为非平稳序列、无协整关

系，故对 G、C、O、P、A 进行二阶差分处理后建立

图7 1972—2017年基础研究政策引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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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

（1） 政策内容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政策

内容分为项目管理（c1）、人才培养（c2）、设施建设

（c3），由于筛选出来的 11 条核心政策的政策内容

不包括设施建设，本文仅分析 c1、c2 对 g 的影响。

c1、c2 及 g 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模型的变量外

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c1、c2 二阶差分的滞后

值对被解释变量 g 二阶差分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

均有显著性影响，应该包括在模型内。2 个 VAR 模

型的稳定性结果、脉冲响应分析如图 8、图 9 所示，

特征根的模均落在单位圆内，c1、c2 二阶差分在这

10 期内对 g 二阶差分的冲击一直在增大与减小间

波动，从第 9 期开始，2 个冲击均在减小。进一步，

本文对 2 个 VAR 模型进行了方差分解，如图 10、

图 11 所示，自第 7 期开始，g 的二阶差分的预期波

动中，约 20%由 c1 二阶差分的波动解释，约 14%由

c2 二阶差分的波动解释。

通过引文网络识别出的 11 条基础研究核心政

策的内容不涉及设施建设，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

响由大到小分别是项目管理、人才培养，两者的影

响力均有下降趋势，与前文理论分析一致。科研

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近年来，政府

政策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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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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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结构洞

1.000

1.000

0.981

1.000

1.000

0.995

0.986

0.990

0.990

0.990

1.000

局部桥

406

406

3

406

406

3

3

3

3

3

406

表2 基础研究核心政策的中心性、结构洞及局部桥指标

图8 g二阶差分对c1二阶差分的模型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 图9 g二阶差分对c2二阶差分的模型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

表3 c1、c2、g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外生性检验

变量

c1二阶差分

c2二阶差分

g二阶差分

exogenous

none

none

none

T-statistic

-8.25

-10.35

-5.44

Prob.

0.0000

0.0000

0.0000

AIC

2.091

2.433

9.091

SC

2.489

2.628

9.29

HQ

2.177

2.487

9.125

Chi-sq

10.418

3.768

-

df

4

3

-

Prob.

0.033

0.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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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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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机构的关注度逐渐减小，结合政策内容的

演进分析不难发现，人才培养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创新环境的建设而非人才培

养。为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基础研究政策的

制定应增加对设施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关注，引进

各领域专家、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加强高校与独立

科研机构间的合作。

（2） 政策形式/政策力度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

响。政策形式和政策力度的计量均采用彭纪生等

人构建的政策力度赋值标准进行赋值，向量自回

归分析一致，本文一并分析两者对基础研究投入

的动态影响。g、o/p 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模型

的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应该被包括在

模型内。 VAR 模型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如

图 12 所示，VAR 模型稳定，o/p 二阶差分在这 10 期

内对 g 二阶差分的冲击一直在增大与减小间波动，

从第 7 期开始，冲击持续增大。所得 VAR 模型的方

差分解如图 13 所示，自第 6 期开始，g 二阶差分的

预期波动中，约 16%由 o/p 二阶差分的波动贡献。

基础研究政策形式／政策力度对基础研究投

入影响显著，且近期持续增大，通过调节政策发布

形式及力度可以间接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结合前

文政策形式及力度演化分析结果不难发现，我国基

础研究政策比较“温和”，通知、办法类政策占比较

大，而这类政策形式不具强制性及法律性，政策力

度较低，影响力较小，不足以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投

入总量的大幅增加。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基础

研究投入总量占比 R&D 经费的 30%时，基础研究

政策作为创新源头的作用才得以充分发挥。为提

高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占 R&D 经费的比例，应

将提升基础研究政策力度作为基础研究发展的重

点工作，减少对通知、意见等低级政策形式的依赖，

图 12 g二阶差分对 o/p二阶差分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 图 13 g二阶差分对 o/p二阶差分的方差分析

图10 g二阶差分对c1二阶差分的方差分析 图11 g二阶差分对c2二阶差分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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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o/p二阶差分

exogenous

none

T-statistic

-4.062

Prob.

0.0003

AIC

4.375

SC

4.720

HQ

4.462

Chi-sq

1.964

df

3

Prob.

0.048

表4 o/p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外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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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条例部令、法律规定等高级政策形式的出台，

适时推出以促进基础研究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法律

法规。

（3） 政策发布部分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

本文筛选出的 11 条核心政策的发布主体只有国务

院和其他部门，令国务院为 a1，其他部门为 a2，单

位根检验、模型的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

示，应该被包括在模型内。2 个 VAR 模型稳定性检

验及脉冲响应如图 14、图 15 所示，VAR 模型稳定，

在 1～8 期内，a1 二阶差分对 g 二阶差分的冲击在

逐渐增大与减小间波动，8 期后该冲击持续增大；

在 1～9 期内，a2 二阶差分对 g 二阶差分的冲击在

逐渐增大与减小间波动，9 期后该冲击持续下降。

VAR 模型的方差分解如图 16、图 7 所示，自第 2 期

开始，g 的二阶差分的预期波动中，约 3%由 a1 二阶

差分的波动解释；自第 9 期开始，约 30%由 a2 二阶

差分的波动解释。

国务院及其他政府部门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

显著，且国务院对其影响持续加强，其他部门对其

影响有减小趋势。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

执行机关，在基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掌握着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方向，其出台的基

础研究政策以力度较大的条例部令为主，是其他

部门制定基础研究政策的依据。在国务院制定的

基础研究政策中增加对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

设施建设等内容的关注，其他部门再据此制定相

应的执行政策，有助于解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

量不足而导致的原创性成果匮乏的问题。

图 17 g的二阶差分对 a2二阶差分的方差分析

图 14 g二阶差分对 a1二阶差分的

模型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

图 15 g二阶差分对 a2二阶差分的

模型稳定性检验及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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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g的二阶差分对 a1二阶差分的方差分析

表5 a1、a2、g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外生性检验

变量

a1二阶差分

a2二阶差分

Exogenous

none

none

T-statistic

-5.347

-5.186

Prob.

0.0000

0.0000

AIC

2.748

2.462

SC

3.146

2.860

HQ

2.834

2.548

Chi-sq

2.241

5.673

df

1

4

Prob.

0.042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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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研究投入未来趋势的预测

动态评估的结果表明，项目管理、人才培养、政

策力度/形式、国务院、其他部门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影响较为显著，进而，本文利用 VAR 模型分别预测

了基础研究核心政策的这些因素对未来 3 年基础

研究投入发展趋势的影响。如图 18 所示，就基础

研究投入总量来看，这些因素对基础研究投入的

预测值大体相同，基础研究投入在 2018 年突破

1000 亿元。其中，根据政策内容中的项目管理得

到的预测值最大，根据发布部门中的国务院得到的

预测值最小，预计 2020 年的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在

1255～1495 亿元之间。就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率来

看，根据政策力度、形式、发布部门中的其他部门、

政策内容中的人才培养预计的 2018—2020 年基础

研究投入增长率在 13%～14%左右，根据发布部门

的国务院得到的预测值偏小，在 9%～12%左右，根

据政策内容中的项目管理得到的预测值偏大，在

14%～20%左右。按照现有基础研究核心政策COPA

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来看，未来三年基础研

究投入强度偏低、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的现状并

没有得到较大改善，基础研究政策特别是基础研究

投入、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类政策的力度亟待加强。

4 结论与建议

基础研究是解决我国原创性科技成果缺乏的

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基

础。目前，留给“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家影

响力显著提升”的时间仅剩一年有余，留给“产出

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

的原创性科学成果”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年，如何发

挥基础研究作为创新源头的作用、加强创新能力

建设如期实现三步走发展目标亟待研究。

本文对我国基础研究政策体系 40 余年的发展

进行系统的梳理及量化发现，基础研究政策在内

容上过度重视科研项目管理、科技成果保护、创新

环境建设，忽视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引进培养、设

施建设，政策形式以通知、办法、意见为主，政策力

度亟待提高，各政策发布部门协同合作有利于解

决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政策导向问

题。进一步，基础研究政策 COPA 框架对基础研究

投入向量自回归的结果表明，项目管理、人才培养

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显著但有下降趋势，政策形

式及力度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显著，国务院对基

础研究投入影响持续加强，其他部门对其影响有

减小趋势，基于现有基础研究核心政策 COPA 框架

图 18 1972—2020年基础研究投入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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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Impact of Basic Research Policy System on Basic Research Input: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HUANG Qian, CHEN Chaoyue, FAN Xia, XU Zh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basic research policy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to perfect the basic research poli-

c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OPA policy analysis, by means of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alysis of 276 basic research policies in China from 1972 to 2017, it constructs the ad-

ministrative calendar of basic research polic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law of COPA framework of basic research

policy and evaluates its dynamic influence on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re-

search policy focuses 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but negl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policy

form is mostly consisted of less effective notice and method, and policy effort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em-

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PA framework of basic research cor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asic re-

search investment, and the impac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alent training on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has a

downward trend while State Council has an increasing trend, so COPA are helpfu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

sufficient original achievements caused by th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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